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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政 治 象 征 研 究 述 评

郑　一　卉

[摘　要] 美国是政治象征研究的主要阵地 。20世纪前期的研究者揭示了政治世界的象

征现象 ,使其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中期 ,研究分裂为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两

个研究向度 ,研究者要么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政治象征的功能 ,要么用解释的方法分析政治

象征的意义 。20世纪后期 ,艾德尔曼把这两个向度结合起来 ,对现实政治展开了批判。20世

纪末的研究则整合了两个研究向度 ,验证了前期的研究结论 ,但并未形成对前期研究的全面超

越。中国研究者应从美国政治象征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和教训 ,以推进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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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是与人类社会同时诞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而受到哲学 、社会

科学的普遍关注 。虽然有关象征研究的著述浩如烟海 ,但象征的定义依然是模糊的 。大多数学者对何

为象征作描述性的表达 ,这一方面是由于象征本身很复杂 ,可指涉不同意义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涉及社

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 ———诸如政治 、宗教 、文字 、文学 、哲学 、美学 、心理学 、戏剧 、建筑 、雕塑 、绘

画 、符号等等 ,因此无法被准确定义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如果对象征作界定 ,则可能形成对研究领域的

限制 ———毕竟象征世界中的事物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其他学科的象征研究一样 ,政治象征研究也没有对政治象征的概念作明确说明 。哪些是象征而

哪些不属于象征;哪些象征是政治象征 ,哪些是其他象征 ,这些问题均未获得明晰的解答。这使得政治

象征研究的“边界”难以确定 ,因此难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研究领域的模糊性

给政治象征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 。

然而 ,理应获得长足发展的政治象征研究在 20世纪以前几乎处于“无声”状态 。这是因为 ,早先的

政治研究关注伦理和概念 ,不注重对现象的分析;也可能是因为 ,最原始的政治象征来源于图腾崇拜和

原始宗教仪式 ,经过一代又一代政治家的加工 ,很多象征成为了只可膜拜而不可深究更不可亵渎的禁

忌 ,即使对政治象征的内涵有清醒认识的学者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一 、现象揭示与领域开创:20世纪前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政治象征 ,但人们对它熟视无睹 ,政治象征现象之揭示和随之所展开的政治象征

研究是 20世纪前期的事 。

政治象征研究兴起于 20世纪前期的美国 ,这是由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所决定的。20

世纪初期灭绝人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荷尔蒙的发现引发了怀疑主义思潮 ,一些美国学者开始怀疑

人是否是由理性支配的动物。随后的经济大萧条又导致了对美国整个民主体制的不信任 。对人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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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以及民主体制的不信任 ,促使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中的非理性层面。一些美国政治学者 ,

如沃拉斯(Wallas , G .)与他的学生李普曼(Lippmann , W.)、阿诺德(A rno ld , T .)和梅利亚姆

(Mer riam ,C.)等 ,开始把政治象征看作一种维持政治系统运行的非理性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关讨

论 ,政治象征研究的序幕从此拉开 。

沃拉斯与李普曼探讨政治象征的专门成果并不太多 ,而阿诺德则出版了探讨政治象征的专著《政府

的象征》 。此书写于 20世纪 30年代 ,时值美国经济危机 ,人们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充满了怀疑 。罗

斯福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采取了很多与普通法规甚至是宪法相悖的措施 ,这些“非法”措施非但没有使美

国分崩瓦解 ,反而推进了经济的复苏。基本法则被抛弃 ,社会不但没有退步反而进步了 ,这个现象引发

了阿诺德对基本法则实际作用的思考。为了解释基本法则的作用 ,他打了一个比方:古埃及是医学的中

心 ,古埃及人制定了一系列的医学基本原则 ,但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上没有推动医学的发展 ,而是把医术

变成了巫术 ,让一代又一代的古埃及人挖出人的内脏制成木乃伊 。与古埃及人的医学原则一样 ,社会基

本法则的作用不是推进社会发展 ,它成了一种政治象征 ,作用是给予人这种社会的动物以希望和信仰。

虽然发现了政治象征控制思想的“邪恶”作用 ,但从整体上看 ,阿诺德对政治象征现象持一种中立态度 ,

认为政治象征既有控制思想又有聚合人心的功能 ,全盘接受或完全否定作为象征的社会基本原则都是

不可取的 ,而应该采取中庸态度 ,达到合理的平衡 。阿诺德认为 ,科学 ,特别是精神病学的普及 ,加上在

大众媒介上的讨论 ,能够塑造出成熟 、理性的人格 。具有这种人格的公众对政治象征的作用会有清醒认

识 ,也能影响政府的行为 ,因为公众如果拥有这种理性的认知能力 ,政府就无法滥用政治象征去操控人

心 ,而是只能用它去维护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团结”[ 1](第 268-270 页)。

阿诺德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先前的许多学者把经济 、法律的

基本原则作为抽象真理 ,而阿诺德则把这些原则视为影响行为的象征并展开讨论 ,揭开了政治神话的面

纱。阿诺德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其研究方法 ,他试图把宏观的社会分析和个人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讨政

治象征的作用 ,使研究具有深度。虽然这种尝试还显得比较幼稚 ,但这给后来的政治象征研究者很多启

发。阿诺德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 ,依靠科学和理性的导引 ,民众就能拨开“象征迷雾”的判断也许太

过乐观。《政府的象征》出版以后的现实情况是 ,心理学没有被大众所掌握 ,却被公共关系人士用来操控

政治传播 。第二 ,怀疑人的理性以及一切理性创造物的思潮引发了阿诺德对于政治象征的研究 ,但他又

把拨开象征“迷雾”的希望寄托于公众的理性之上 ,这体现出他思想中的矛盾 。第三 ,他对政治象征 ,特

别是政府象征的基本概念的讨论相当粗浅。何为政府象征 ,其功能 、作用又是怎样的 ,对这些重要的问

题作者往往语焉不详 ,这不禁让人质疑其书名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

梅利亚姆对于政治象征研究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政治象征的直接探讨 ,而在于他在《政治权力》一

书中对“米兰达”(M iranda)和“克里丹达”(Credenda)两种权力状态的划分 。米兰达一词源自拉丁语 ,意

为“值得崇敬的事物” 。在梅利亚姆的论述中 ,它指人们因崇敬某些伟大 、神圣的事物(如纪念碑 、英雄)

而产生政治服从态度的状态。换言之 ,就是指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情感而非理性使权力获得认可的一种

状态 。克里丹达则是与米兰达相对应的一种权力状态 。这一词汇也源自拉丁语 ,意为“值得信赖的事

物” 。具体而言 ,它指的是权力因为有理性依据(如法律 、政治体制)而获得合法化的一种状态。不难看

出 ,划分米兰达和克里丹达也就划分出了两种类型的政治象征 ,它们分别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理性。更为

重要的是 ,这种权力状态划分实际上包含着政治象征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政治象征的作用是使权力获

得认可并最终合法化 。在梅利亚姆对于“合法性”(legality)的论述中 ,他对政治象征作用的理解显得更

加清楚:在平常状态下 , “合法性”对于普通民众意味着信服和自豪;在社会危机和社会转型时期 , “合法

性”的象征意义就更加明显。革命者攻击现有法律及其制定者 ,但绝不会攻击“合法性”概念本身 ,这是

因为 ,一旦革命者掌权 ,他们也需要用“合法”这一象征形式来实施社会控制并获得权力
[ 2]
(第 307 页)。

梅利亚姆的论述给予了后来的研究者很多启发 ,使象征与权力的关系成为了政治象征研究的一个

中心议题 梅利亚姆被视为政治科学化的先驱 《政治权力》中行为主义的烙印已经非常清晰 他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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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的强调和对政治行为的关注对后来的政治象征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阿诺德与梅利亚姆的共同功绩在于发现并揭示了政治中的象征现象 ,并使政治象征成为政治学的

重要研究领域。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一 ,阿诺德关注的是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普遍意义 ———

个人如何通过政治象征理解政治世界 ,政府如何通过政治象征维护社会团结 。梅利亚姆则关注政治象

征如何被当作“权力合法性的工具”使用 ,亦即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阿诺德与梅利亚姆之后的研究者 ,

正是沿着意义解析和功能评估这两条路径展开了对政治象征的深入探讨 。其二 ,阿诺德试图对政治中

的象征现象做出宏观的解释和说明 ,而梅利亚姆则提倡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 。解释性的和科学实证的

这两种研究方法 ,对后世的政治象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行为主义与解释主义:20世纪中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20世纪中期 ,主导美国政治研究的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不是道义 、正义等政治伦

理问题 ,而是政治世界的现象和行为;运用的主要方法不是逻辑推理 ,而是精确化 、数量化的实证。梅利

亚姆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 ,而他的学生拉斯韦尔(Lassw el l , H .)则是集大成者。拉斯韦尔

对于政治象征有浓厚的兴趣 ,他的政治象征研究带有鲜明的行为主义色彩 。

与他的导师一样 ,拉斯韦尔关注政治象征与权力合法性之关联 。如果说梅利亚姆的研究仍带有政

治哲学的意味 ,那么拉斯韦尔的研究则完全建立于政治科学的立场之上 ,关注的是政治象征的“所然”而

不是“应然” 。早在 1927年 ,年仅 25岁的拉斯韦尔就指出:“象征具有表达和宣传的功能”[ 3](第 627 页)。

在其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作《政治学》中 ,政治象征被视为精英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4](第 19 页)。

拉斯韦尔在此后几十年的研究中都把政治象征视为政治家或精英使用的工具 ,而研究重点就是这些工

具的功能 。他对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于政治象征的理解 ,同时也为政治象征理论的实际

应用打开了大门 ———学习他的理论可以更好地使用政治象征。

拉斯韦尔研究政治象征的方法有二:内容上的定量分析是其主要方法 。所谓“内容”是指文本 、语言

和其他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 , “定量分析”则是指借助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来把握研究对象的方法 。它使

拉斯韦尔的著述具有自然科学著作所具有的精确性 ,这在当时的政治学界是不多见的 。另一研究方法

是精神分析法。阿诺德只是偶尔使用这一方法 ,拉斯韦尔则把它贯穿于其政治象征研究的始终 。在他

那里 ,政治象征功能的发挥 ,主要在于对群众情感的影响 。象征拥有的不是直接力量而是间接力量 ,不

作用于人的心灵 ,象征就无法产生影响 。对于象征研究而言 ,精神分析不仅是有益的 ,而且是必须的。

拉斯韦尔的学生以及后世的一些研究者继承了他的衣钵 ,继续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政治象征的

功能。直至 20世纪 70年代 ,还有研究者强调 ,政治象征研究必须找到一系列可以依据经验测试的命

题 ,这样才能从揣测和争论升华为严谨的科学探索
[ 5]
(第 335页)。

虽然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结出了丰硕果实 ,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1)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仅

仅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 ,忽略了对政治象征的意义以及意义产生过程 、环境的研究 ,而理解政治象征的

意义应该是分析其功能的前提 。(2)仅把政治象征视为工具是褊狭的和机械的。政治象征的工具属性

固然明显 ,但它还具有文化的 、心理的多重属性。这些缺陷产生的根源 ,也许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实证

主义内核 。实证主义认为社会事实外在于人的意识 ,所以可以用研究自然的方法研究社会。然而 ,人类

社会不是对相同的刺激做出一致反应的自然世界 ,而是由具有主观意识和不同目的的人结合而成的。

因此 ,用研究自然的方法研究社会 ,就会产生许多问题 ,如研究维度受限 ,具体研究方法需不断修改却总

有缺陷 ,研究结论片面等 。总而言之 ,如果象征有固定的内在属性 ,人对象征也有固定的反应 ,那么政治

象征的功能也应该是明显和固定的 ,对其展开深入探讨或许就没有必要了 。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政治学界是行为主义的天下 ,但来自欧洲的解释主义开始产生影响 。在政治象

征研究领域 ,解释主义开始被少量政治研究者所接纳 。解释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不如行为主义的政治

象征研究那么“振聋发聩” ,但却弥补了行为主义象征研究的不足 解释主义有着与行为主义相反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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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想 ,即认为社会事实不是外在于人的心理而存在的 ,而是由不同人的不同思想建构的 。按照这个理

解 ,社会科学就不能采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 ,不能只通过观察某些现象 、行为就总结出人类活

动的一般法则 ,而是应该从研究者的主观出发对社会作不同的解读 ,通过多种不同的主观性的解释展现

社会的全景。行为主义政治学关注的是政治行为及其结果 ,追问谁何时如何得到实际利益。解释主义

政治研究则关注的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及其意义 ,追问意义是被谁何时如何建构的。解释主义政治学排

斥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实证的 、定量的研究方法 ,而是以个人的 、宏观的 、历史的 、社会的视野去解释和分

析政治象征现象 。

解释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主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 ,政治象征是如何维护社会团结的 。这类研究以

涂尔干的理论为基础 ,认为象征是人类生活的集中表现 ,具有某种社会神性 ,能起到重现社会记忆 ,实现

社会认同的作用 。代表作品有华纳(Warner ,W.L.)的《生者和死者:美国人的象征生活研究》等 。第

二 ,政治象征是如何引导人们理解政治世界的 。研究者把象征看作混沌不清的政治世界的路标和指示

牌 ,人们在它的指引下探索政治世界。代表作品有戈斯菲尔德(Gusf ield , J.)的《象征性征途:身份政治

和美国禁酒运动》等① 。研究者往往都以具体的政治事件作为切入点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解读和对当时

政治 、社会环境的分析 ,发掘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

关注政治象征产生意义的错综复杂的环境是解释性政治象征研究的一大特点 ,也是一大长处 。在

不同时期 ,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 ,政治象征的内涵可能是不同的 ,个人或群体对同一个政治象征的理解

也是不一致的 ,若不对复杂的关系和环境作分析 ,有关政治象征的论断就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或者至少

是偏颇的 。若要展现错综复杂的环境 ,解释的方法比精确的数据分析更“科学” ,也更具可操作性。

解释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展现了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多重意义 ,弥补了行为主义政治象征

研究的某些缺陷 ,但自身也有不足 。首先 ,这一研究倾向于发掘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积极意义 ,

却忽略了政治象征的工具属性 ,忽略了政治象征与权力 、利益的紧密关系 ,忽略了政治象征被精英用来

控制大众这一“阴暗面”。其次 ,解释的方法往往带有难以避免的 、明显的主观性 ,而这种主观性可能导

致结论的片面性 。

不难看出 ,行为主义与解释主义政治象征研究是互为补充的 。在关注点上 ,一个关注政治象征的工

具属性和功能却忽略了它的意义;一个关注政治象征的意义与意义产生的环境 ,却忽略其功能 。在研究

方法上 ,一个具有严谨性和准确性 ,但却限制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 ,导致了机械化的理解;一个全面且

富有人文气息 ,但却难以避免主观性。因此 ,要对政治象征展开更加全面的研究 ,就必须把这两个研究

路径整合起来 ,而这一整合工作首先是由美国学者艾德尔曼开展的。

三 、功能解析与现实批判:20世纪后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在拉斯韦尔进入暮年的 20世纪 60 年代 ,政治象征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学者是艾德尔曼

(Edelman ,M .)。艾德尔曼与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者一样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 ,但他力图摆脱仅视

政治象征为精英工具的狭小视野 ,不去追问其具体作用 ,而是努力探索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功能。这一

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说明政治象征的作用在于满足社会个体的心理需要 。他认为 ,“矛盾心

理”(ambivalence)是人类所固有的 ,他们有时需要威胁 ,有时需要安慰。政治象征的作用就是满足这种

心理需求 ,它具有抽象性和“距离性”(remoteness),易于引发情感变化并带来威胁和安慰 。因为政治象

征可以满足人类固有的心理需求 ,所以所有人都离不开政治象征 ,“精英与普通民众一样 ,也把自己的信

念建立在对象征的理解之上”[ 6](第 10 页)。第二 ,视政治象征为社会群体心理互动的产物 。他写道:“精

英没有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塑造政治象征……我们发现的是角色取拿(ro le taking),而不

是欺骗”
[ 7]
(第 20 页)。角色取拿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德(H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与“换

位思考”类似 ,指个人试图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观察现实世界 ,以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在艾德尔

曼那里 它是指精英通过站在民众或特殊利益团体的位置上思考 预测他们对于某些行为 言论 姿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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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然后采取相应的富于象征意义的行动以获取民众支持
[ 7]
(第 188 页)。这也就是说 ,社会过程中相

互关系先于个人的意识而存在 ,民众对于政治象征的理解以官员与精英的社会心理互动过程为前提;精

英无法全盘操控政治象征 ,因为它的意义来自于社会心理互动而不是被某个精英强加的 。

与“精英工具论”分道扬镳之后 ,艾德尔曼继而展开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他宣称 ,民主社会中被用

来保证民众利益的机制 ,如选举 、政治机构 、宪法和法规 、政治语言等 ,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 ,主要用途在

于满足心理需求而非实际需求 。若心理需求不断获得满足 ,民众对所谓民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社

会不公 、贫困 、压迫乃至灭绝人性的战争也就不发一言 ,陷入“无动状态”(quiescence)[ 7](第 22页)。

超迈前贤的努力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使艾德尔曼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纪念他 ,美国学界

设立了“默里·艾德尔曼政治传播研究奖” ,当今美国政治传播研究者皆以获得此奖为荣 。然而 ,艾德尔

曼在超越前人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人类学家格尔兹(C.Geertz)所说的“曼海姆悖论”②之中 ———他坚

称包括精英在内的所有人都为政治象征所迷惑 ,那他自己如何能够拨开迷雾发现民主社会中存在各种

社会不公和压迫的“事实” ?

艾德尔曼陷入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 。20世纪五十六年代 ,主导美国政治

研究的是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政治学是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 ,实证主义是其方法论。在整个学界

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情况下 ,他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难摆脱其影响 。这使得他在对人的思维

受制于政治象征而无法看到客观事实的情况做出说明之后 ,仍坚守实证主义阵地 ,相信政治科学家以及

其他知识精英能够揭示被政治象征所遮蔽的“客观事实” ,于是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20世纪六十七年代 ,在“新左派”运动和“反文化”思潮影响下 ,美国政治学界认识到了行为主义政

治学的不足并开始修正其研究方向和内容。被改造后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不再片面追求客观 ,区分事实

与价值 ,而是致力于改造社会 ,试图建立起对社会有益的规范。与此同时 ,福柯 、德里达等人掀起了后现

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批判理性和现代性 ,认为现代社会对理性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各式各样的二元

对立 ,建立了一种制约人的思想的既定秩序。晚年的艾德尔曼仍然与行为主义者一样关注政治象征的

功能 ,在这两种思潮的影响下 ,他逐渐抛弃了行为主义者所使用的科学实证方法 ,开始采用解释的方法。

这样 ,艾德尔曼就把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这两种政治象征的研究路径局部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 ,他也

希望通过引入解释的方法消解“曼海姆悖论”。1984年 ,他提出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政治象征的意

义不是固有的 ,而是由观察者和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无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分析 、解释 ,客观

的政治现实并不存在
[ 7]
(第 200页)。他指出 ,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否认客观事实存在的相对主义观点无法

被证实或证伪 ,但证实或证伪都是实证主义的方法 ,其前提条件是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 ,承认科学研究

可以区分价值与事实[ 8](第 4-5 页)。这也就是说 ,问题不在于相对主义的观点本身 ,而在于实证主义的

方法论 ,在于人们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去验证这些观点 ,如果不采用这些方法 ,相对主义的观点就不

会导致悖论。因此 ,他提出 ,政治象征研究应该使用创造新的意义的主观解释方法 , “必须致力于对主体

的解释而不是对客体的观察”[ 7](第 195 页)。

认为已经成功消解悖论的艾德尔曼顺着主观主义解释学的逻辑 ,展开了对政治象征世界的进一步

探索。但是 ,即便是采用了解释学的方法 ,悖论依然存在。1995年 ,他完成了《从艺术到政治》一书 。该

书强调人不可能通过观察达到客观 ,眼见不为实 ,但他宣称他自己观察到了政治新闻制造幻觉 、艺术消

除幻觉这些“事实”。他援引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著述批评导致二元对立秩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

却又把艺术划分为高尚的和粗劣的两个对立面
[ 9]
(第 106-144 页)。

至此 ,情况已经基本明了:无论是采用实证的还是解释的方法 ,艾德尔曼都无法拒绝分类 、归纳 、演

绎等理性思维方式以及揭示事实 、寻找真相的冲动 ,这就与他的相对主义立场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正如艾德尔曼所言 ,政治象征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拒绝和去除的东西。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 ,塑

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 ,理性主义也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拒绝的东西 ,它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头脑中植根 并编织着我们的心智结构 那些用来反对理性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在本质上都是学者们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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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推理的结果 。这也就意味着“曼海姆悖论”将在政治象征研究以及对于文化 、传播等与意识形态相

关的研究中长期留存 。

有学者观察到 ,越来越多的当代美国学者加入了以促进民主为己任的左派阵营 ,艾德尔曼虽然也被

划归为左派 ,但是他对民主 、科学理性的持续攻击导致了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其他学者对他的排斥和刻意

忽略
[ 10]

(第 335 页)。同时他又一直为悖论所困而不能自拔 。悲观失望的艾德尔曼于 2001年出版了他的

最后一本著作《错误信息的政治》 。他在该书的第一页就否定了整个人类的理性 ,坚称政治象征控制着

包括精英在内的所有人的思维 、笼罩着一切 ,人类无法逃离[ 1 1]
(第 1 页)。

四 、流派整合与结论验证: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

艾德尔曼以“集大成者”的姿态使政治象征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但他与“曼海姆悖论”的角力最终

以失败告终 ,于是走向了虚无 。他穷尽一生的艰难探索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这就不禁让人怀疑:政治

象征研究是否可能继续下去?

美国传播学者凯里以格尔兹的象征人类学和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为基础提出 ,传播研究者不应该试

图去消解悖论 ,而应该接纳它 。接纳它意味着研究者应该保持谦恭的治学态度 ,把自己的野心和研究目

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不能像行为主义者那样去寻找普遍法则。因为 ,试图去揭示普遍法则就意味

着研究者相信自己具有“超凡”的理性认知能力 ,而这种态度常常导致研究者将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于

研究对象 ,使他们的行为“被符合”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则[ 12]
(第 181-186 页)。笔者认为 ,凯里的观

点成为了当代的政治象征研究者的共识 ,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关注政治象征世界的哪个层面 ,当代

的政治象征研究者大都未被“曼海姆悖论”所困 ,而是在接纳它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治象征研究。

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1)通过考察某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或者某个具体政策 ,

揭示政治象征的意义与作用。例如:《象征性防御》通过对政治漫画的内容分析和人物访谈 ,分析了在美

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大辩论中正反双方所使用的政治象征 ,并把这场辩论归结为象征的角力;《象征之

战》考察了“9.11”前后美国与中东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对政治象征的创造 、传播和控制 ,得出了世界反恐

战争实际上是象征之战的结论 。(2)关注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 。如《象征总统》。该著作通过对美国总

统政治语言的系统分析 ,总结出了构成总统之职的象征性内涵 ,如政府的代表 、民族的代表 、宗教文化领

袖 、独自工作的人等 。(3)前两类研究的综合 ,既有对某些公共政策的考察 ,又有对政治系统展开的分

析。代表性作品是《血的牺牲与国家》 。该书以涂尔干的图腾崇拜和社会团结理论为基本出发点 ,通过

对建国至今的美国国旗的媒体呈现和仪式呈现的分析指出 ,美国爱国主义是一种市民宗教(civil

relig ion),它通过要求国民的牺牲发挥团结民众作用 。

这些研究呈现出两点:第一 ,从总体上看 ,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已基本实现了对行为主义和解释主

义两个研究流派的整合。首先 ,它变成了各种研究方法混用的领域 ,一本政治象征研究著作常常采用了

多种研究方法 ,科学实证的还是解释的方法已经不再是区分政治象征研究派别的指标。其次 ,政治象征

作为统治工具的功能以及它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都为研究者所关注 。例如 , 《血的牺牲与国家》既对

美国国旗这一政治象征的意义做了解释 ,又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归纳其政治功能 。第二 ,研究不再局限于

美国政治 ,而是具有了国际化的视野。例如 ,《象征之战》和《血的牺牲与国家》都包含着许多对外国政治

历史和现实的分析。

虽然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但在整体上仍有不足。首先 ,研究的理论观念陈旧。

《血的牺牲与国家》旁征博引 ,但其主要理论来源仍是涂尔干于 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象征性防御》、《象征之战》的作者则未对其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作任何说明 。其次 ,缺乏对政治象征的整

体性考察 。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大都只关注某个特定政治象征或某一个特殊时期使用的政治象征 ,管

中窥豹 ,褊狭之弊不免。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 ,艾德尔曼就意识到要把心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的理论纳入政治象征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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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页),并对广义政治象征做了整体性的分析。由于缺乏新的理论知识的注入 ,关注面又比较狭小 ,

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难以得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而大多是充当前期研究的“注脚” ———用多种研究

方法 ,反复验证前期学者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 ,我们也许可以认为 ,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还未能形成

对前期研究的全面超越。

只有引入新的理论观念 ,政治象征研究才能获得显著发展。近年来出现的可喜现象是 ,语言学 、符

号学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政治象征研究 ,为研究增添了不少色彩 。例如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著的

《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通过对政治话语的分析 ,揭露了美国政府和政客利用象征性

语言控制政局 、维护霸权主义的行径。与语言学 、符号学一样 ,人类学和传播学对于政治象征研究不无

裨益 ,且还未被充分应用 。引入这两个学科的理论知识 ,将使政治象征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

五 、余论:对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等与软实力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受到

密切关注;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国社会多元化 、复杂化 ,对内的政治宣传工作因而面临更大挑战。在这种

情况下 ,政治象征作为政治传播中的关键问题理应受到关注 。

近年来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政治象征展开研究。对政治象征的直接探讨并不多见 ,主要有陈蕴茜

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陈洪生的《政治象征:概念 、过程与

功能》(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 5期)以及马敏的《政治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载《华南

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 4 期)等。但在一些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领域 ,如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舆论宣

传研究之中 ,也有对政治象征的零星探讨。

从整体上看 ,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刚刚起步 ,而且工具主义倾向明显 ,主要关注政治象征的具体功

能和实际作用。诚然 ,这是政治象征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 ,此类研究有助于展现政治象征的重要

性 ,也能为制定传播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但是 ,美国政治象征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 ,工具主义视野过于

狭小 ,无法展现政治象征世界的全貌 ,政治象征的社会心理功能 ,它对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意义以及意

义产生的社会互动过程 ,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 。实际上 ,对政治象征的意义展开探讨 ,不仅具有

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这是因为 ,政治象征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有

把握了当今民众对于政治象征意义的理解 ,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治传播策略。

笔者认为 ,要了解政治象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应该引入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知识 。此

外 ,还需要把政治学理论和新鲜的传播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象征与传播密不可分 ,在当代 ,没有

大众传播 ,政治象征就难以发挥作用。因此 ,政治象征研究离不开对于传播 、媒介的分析。从现有的研

究成果来看 ,中国政治象征研究的主力是政治学者 。由于缺乏传播学的知识背景 ,他们对于媒体在政治

象征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往往有些简单化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者也有

类似问题 。例如 ,艾德尔曼虽然研讨了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象征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 ,但他倾向于把大

众传播媒介理解为精英的“帮凶” ———使用简单化 、戏剧化的报道 ,毫无保留地把精英想要传达的政治象

征传达出去 ,从而达到“愚民”的效果。他提出这样的观点 ,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传播效果研究史上的第

一阶段理论“魔弹论”的影响 ,认为大众传播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 ,媒体所传播的政治象征会如子弹

一般射入民众的头脑之中;在另一方面 ,也许是因为深受从李普曼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对大众传播媒体与

公众的悲观情绪的影响 ,不但彻底否定了公众的理性分析能力 ,也彻底否定了大众媒体的主观能动性 ,

把他们看作听凭政府与政治家摆布的木偶。这种理解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新近的传播效果研究已证

明 , “魔弹论”具有单向度 、简单化的缺陷;受众和传者研究则证明 ,大众传播媒体与公众也都具有主观能

动性 ,会积极解读信息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因此 ,引入新的传播理论 ,有助于使政治象征研究者摆脱

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简单认识 ,有助于展现政治象征世界的全貌 。引入新的传播理论 ,还有助于寻找政

治象征研究的终极意义 很多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者关注的都是政治世界阴暗的 令人悲观的“所然”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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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调“应然” ,也没有去寻找改变“所然”的方法。新近出现的媒介素养理论关注如何使民众获得对

媒介信息的理性分析能力 ,把这个理论引入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 ,也许能在“雾气弥漫”的“象征之林”中

为民众找到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

注　释:

①　这些著作的英语名称与出版信息如下:Warner , W.Lloyd.1959.The Liv ing and the Dead :A Study o f the

S ymbolic L i f e o f Americans.New H aven:Yale Univ ersity P ress;Gusfield , Jo seph.1963.Symbolic Crusade:

S tatus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 ess.

②　格尔兹认为 ,社会学家曼海姆宣称所有社会研究者的思想都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而无法避免偏见 , 但

他自己又试图建立一种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 、无偏见的客观学说 , 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曼海姆悖论” 。参见[ 美] 格

尔兹:《文化的解释》 , 纳日碧力戈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2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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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Political Symb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Zheng Yihui

(Depar tment o f Journalism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 e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3 ,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 researchers discove red symbolic side in the po li tical w orld.

Poli tical symbo ls hence became a subject of political study.In the mid 20th century , study w as divided

into behaviorist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 with emphases on either functions or meaning s of

symbo ls.Murray Edelman tried to combine these approaches and provided cri tical analy sis of symbo lic

po li tics in the late 20
th

century.The recent study has fully inosculated these tw o approaches , but

failed to provide new understanding of poli tical symbo ls.Suggestions fo r Chinese po li tical symbolism

study are provided.

Key words:political symbols;polit ical communication;the United S 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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